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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擅勝場： 
剖析德國職業教育師資培育之學制變革

張源泉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國際文教與比較教育學系特聘教授

摘　要

本文透過文件分析法（documentary research），探究《博洛尼亞宣言》

（Bologna-Erklärung）後德國職教師培之學制變革。舊式師培包含三種模式：職校

∕實訓工廠二元模式之「職業實踐導向」、重視系統性科學知識之「工程師導向」，

以及強調教育學相關專業的「教學法專家」。1950年代職校教師為能提高社會地

位，而有職教師培「文理中學化」運動，影響所及，高等學校逐步納入職教師培、

職教師培課程採行「文理中學化」框架，以及「工程師導向」躍居為主流師培模式，

由此衍生出職校教師嚴重短缺、重理論輕實踐的弊端。《博洛尼亞宣言》後，德國

高等教育學制採行學∕碩分級學制，隨之職教師培開啟了「連貫模式」、「順序模

式」與「混合模式」。「連貫模式」在學碩班都開設主輔修專業，以及教育學相關

學科；「順序模式」在學士班僅開設主修專業，並延續至碩士班，其他課程僅開設

於碩士班；而「混合模式」與連貫模式開設的課程完全一樣，但教育學相關學科為

一獨立模組。順序模式在學碩二級間的轉換最具靈活性，最能解決教師短缺問題；

而連貫模式則在學碩班開設緊密圍繞師培的課程，且透過「工作過程導向」之課程

建構與實習制度，最能克服重理論輕實踐的弱點，二者「各擅勝場」，分別能解決

舊制的不同困境。

關鍵詞：師資培育、德國教育、職業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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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ocument analysis was used in this study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s of vocational teacher 

education system reforms, which have been implemented per the Bologna Declaration, in 
Germany. The traditional vocational teacher education approach was divided into three areas: 
practical and vocational skills, engineering and scientific knowledge, and pedagogy. In the 
1950s, vocational school teachers began to push for reforms that would make vocational 
school education similar to that provided by the academically oriented gymnasium system. As 
a result,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gradually began to offer vocational teacher education with 
an emphasis on engineering and under a framework modeled on the gymnasium system. This, 
however, led to a serious shortage of vocational school teachers and an overemphasis on 
theory at the expense of practice. Following the adoption of the principles of the Bologna 
Declaration, the German higher education system adopted a graded education approach with 
separate tracks for bachelor’s and master’s students, with vocational teacher education being 
offered in one of three modes, namely continuous, sequential, or mixed. In the continuous 
mode, both bachelor’s and master’s students take core courses, subsidiary courses, and 
courses on pedagogy. In the sequential mode, bachelor’s students take only core courses, and 
subsidiary courses and courses in pedagogy are only taken at the master’s level. In the mixed 
mode, the courses are the same as in the continuous mode, but the pedagogy courses are 
arranged as an independent module. In terms of the transition from the bachelor’s to master’s 
level, the sequential mode has the most flexibility and is therefore the most effective at 
addressing teacher shortages. At the bachelor’s and master’s levels, the curriculum for the 
continuous mode has the strongest focus on teacher education; moreover, because of this 
mode’s internship requirement and emphasis on vocational skills, it is best suited for 
addressing the overemphasis on theory at the expense of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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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德國傳統的高等教育學位制為碩士∕博士二級學位，並無學士學位（Studis 

Online, 2022）。1999年 29個歐洲國家的教育部長在義大利博洛尼亞（Bologna）1
，

共同簽署了《博洛尼亞宣言》，旨在透過統一的歐洲高等教育體系之建立，提升高

等教育品質，並要求協議國採行學士∕碩士分級制、訂定相同專業的統一學分標

準，實現不同國家高等學校間之學分互認，促進學生∕畢業生在歐盟國家之流動

（European Commission, 2022a）。

德國作為該宣言的倡議國之一，簽署後積極地進行了一系列改革，諸如由傳

統的碩∕博二級學位體制，轉換為學∕碩∕博三級學位體系，並積極引進「歐洲學

分轉換與累積系統」（European Credit Transfer and Accumulation System）（European 

Commission, 2022a；Studis Online, 2022）。

誠然，《博洛尼亞宣言》的肇因，背後所牽涉的政治、經濟與教育等因素，

在德國（甚至全世界）是一熱議主題，且對於《博洛尼亞宣言》之褒貶，更是一個

長久爭論不休的議題（Gall, 2017）。這些議題雖然十分重要，但並非本文關注的

焦點。本文僅聚焦於伴隨著《博洛尼亞宣言》後德國高等教育學制之變革，職業教

育（以下簡稱為職教）與師資培育（以下簡稱為師培）亦需相應地進行改革，且師

培牽涉的層面甚廣，包括師培學制與制度、培育機構、培育理念與培育課程等，為

能進行較深入之剖析，本文僅聚焦於職教師培學制之變革。

再者，職教包含商業類職業∕技術類職業之師培（Lehrerbildung für gewerblich-

technische Berufe）。在教育體制上，商業類職業師資一開始即在高等學校進行培

育，早在 1898年萊比錫大學（Universität Leipzig）即建立商業類師培體系，而技

術類職業之師培發展則迥異於前者（Dehmel, 2011, p. 215；Rothe, 2006）。本文的

研究範圍僅侷限於技術類職業之師培，不及於商業類，因此以下的「職教」僅限縮

於技術類職教。

此外，在某種程度上德國職教都包含企業∕職業學校（以下簡稱為職校）二種分

立之教學場所，相應地職教教師可劃分為學校端之「職校教師」（Berufsschullehrer），

以及企業端之「企業培訓師」（Ausbilder）等二種類型，前者又可進一步細分為「理

論型教師」（Thoerielehrer）∕「實務型教師」（Praxislehrer）（Bader, 1995；

1 “Bologna＂在臺灣多音譯為「波隆那」或「波隆納」等，但基於原文的發音，本文音譯為「博洛
尼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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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isterschulen.de, 2022）。本文研究範圍僅限縮於學校端之「理論型教師」。

本文的行文順序，先探究對現行師培學制具有重大型塑力量之舊式師培學制，

及其面臨的發展困境，而後再探究《博洛尼亞宣言》後之分級學制及其師培模式；

最後再進一步剖析學制變革之意涵。

貳、舊式師培模式及其困境

18世紀末葉工業革命所開啟之工業化進程中，機器取代畜力、人力，大規模

的機械化生產取代個體手工生產；且隨著產業之長足發展，不僅大幅改善國民的收

入與生活條件，且產業界對專門人才需求孔殷，並進而為職教與職教師培的發展，

提供了發展「沃土」（Blankertz, 1969；Brechmacher & Gerds, 1993）。以下先探究

19世紀後職教師培模式的發展，而後再闡明其發展困境。

一、舊式師培模式

舊式師培模式的發展，有幾個重要的關鍵點，從歷史發展序列觀之，包含 19

世紀上半葉開啟的三種師培模式，以及文理中學化運動、師培統一框架等。

（一）三種師培模式

有組織的德國職教，源自中世紀的手工業；在以手工業為主導的前工業社會

時期，「學徒制」是技能傳承的主要方式，也是產業發展最重要的教育形式。隨著

產業的發展與分化，學徒不僅在手工作坊「做中學」、接受師傅的培訓，而且還要

在「星期日學校」（Sonntagsschule）修習補充性文化與專業理論知識（Blankertz, 

1969；Harney, 1980）。此時期僅隸屬於行會的「師傅」（Meister），擁有學徒培訓

之壟斷權限，師傅即為職教教師，職教師培即為師傅培育（Bauer, 2007；Winzen, 

2002; 張源泉，2020）。

在工業化進程中，大規模的機械化生產席捲傳統手工生產，並為現代職教發

展鋪平了道路；普魯士文教部長（preußischer Kultusminister）Adalbert Falk（1827―

1900年）在普魯士王國國會的演說，即十分簡明扼要地指出，由於社會發展需求、

人民的生活需要、工業的發展、人口的快速移動等，都在提醒人們，「為了滿足勞

動力市場的要求與生活需求，國民應接受更多的教育與專業化培訓」（Herrlitz et 

al., 1981, p. 93）。產業快速發展的脈絡下，不僅促進現代化職校的建立，且開啟了

以下三種師培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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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職業實踐導向」模式

普魯士地區以職校∕實訓工廠之二元模式，取代傳統師徒制，開啟了「職業

實踐導向」之「研討班模式」（Seminarmodell）（Kocka, 1990）。主要招收任職

於職教機構的國民學校（Volksschule）教師，以及未受過高等教育、實務經驗豐富

的技術員，採取一年之短期培育方式，而後在 1922年改為二年（Bauer, 2007, p. 

125；張源泉，2020）。

「職業實踐導向」模式與前述學徒制∕星期日學校有「異曲同工」之妙：一

方面，二者的參與者都具有豐富的實務經驗；二方面，培育方式都包含產業界∕學

校二元分立之教學場所，只不過前者較具系統性，或可視為後者的「升級版」。

2. 「工程師導向」模式

德意志地區職校教師之系統性師培，最早源自巴登―符騰堡（Baden–Württemberg）

地區、1834年創建的「卡爾斯魯厄多元技術學校」（Polytechnische Schule in 

Karlsruhe）。該校的成立，主要透過既有學校之整併，此包含 1800年創立的「弗

里德里希．溫布倫納的建築學校」（Bauschule von Friedrich Weinbrenner）、1807 

年創立的「戈特弗里德．圖拉工程師學校」（Ingenieurschule von Gottfried Tulla）

（Karlsruhe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2022）。

「卡爾斯魯厄多元技術學校」的課程，奠基於自然科學（尤其是數學和物理）

的基礎上，培育中級技術人員，使其能熟練地從事該行業職業所必備知識，以及相

關的圖解與繪圖技巧（Walter & Kunze, 1981）。且該校創校之初，即為職校教師開

設了「工程師導向」培育模式，這也是德國境內首次出現系統性科學知識之師培模

式；學習內容包含系統性工程科學、工廠車間實習等，完全等同於工程師培育，教

育學、社會科學與學科教材教法並未列入師培課程（Bauer, 2007；Brechmacher & 

Gerds；Götte, 1910）。

1865年該校升格為「卡爾斯魯厄科技高等學校」（Technische Hochschule 

Karlsruhe），進而在德國境內「首開先例」、將職教師培納入高等學校，授予畢業

生理工碩士學位（Herkner & Pahl, 2012；Kämmerer, 1985；Karlsruher Institut für 

Technologie, 2022）。 

3. 「教學法專家」模式

在威瑪共和國（Weimarer Republik）時期（1919― 1933），漢堡（Hamburg）

與圖林根邦（Thüringen）在社會民主黨（Sozialdemokratische Partei）做為執政黨

的主導下，職教開啟了「教學法專家」（Methodiker）之師培模式。迥異於「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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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導向」模式對於教育學、社會科學與學科教材教法的漠視，「教學法專家」模式

則高舉這些學科的重要性，強調職教及其師培應推行全面教育、遵循教育原則；職

校做為教育性機構，其任務乃為培育不受傳統觀念束縛的、與社會相融合的技術工

人（Bauer, 2007；Hartmann, 1929；Schütte, 2011, 2012；張源泉，2020）。

「教學法專家」模式不僅重視工程科學知識與職業實踐之培訓，且十分重視

教育學、社會科學與學科教材教法融入師培課程，開設哲學、教育學、心理學與職

業教育學等為必修科目（Bauer, 2007）。既容納了前述模式的職業實踐與科學課程，

又衝破了傳統觀念的束縛，加入了新的內容。強調教師既非熟練的實務操作工，亦

非專業工程師，而是介於理論∕實踐間之熟練的教學法專家（Herkner & Pahl, 2012, 

p. 87；張源泉，2020）。

（二）文理中學化運動

德國近代的教育制度，源自 1806年拿破崙（Napoléon Bonaparte）大敗普魯士

後的勵精圖治，且時任普魯士「文化與公共教學部」（Sektion des Kultus und des 

öffentlichen Unterrichts）部長Wilhelm von Humboldt發揮了巨大影響力（Jeismann, 

1990）。Humboldt（1962）強調，教育目的在於培育完整的個體與公民，並將教

育劃分為「普通教育」（allgemeine Bildung）∕「職業教育」（berufliche Bildung）

二大類，前者探求純粹學術，後者則致力於實用性知識。Humboldt（1851, 1956a, 

1956b）立基於「新人文主義」（Neuhumanism）基礎，強調「普通教育」是人作

為人應具有的素質，其與專門知識與能力無關；人民應先接受普通教育之後，才可

以進行職業培訓。

在前述新人文主義的發展脈絡中，中等教育階段的文理中學（Gymnasium）特

別被賦予傳遞普通教育的任務，且成為入學高等教育的唯一管道（Sterrenberg, 

2014）。2
此不僅阻斷了職校的畢業生、具有豐富職業經驗人士等入學高等學校的

機會，且強化了普通教育∕職業教育之分離。

2 
就讀文理中學、通過「高中畢業考」（Abitur），得申請普通高等學校，這是一條最傳統與常規的入
學途徑，此被稱為「第一條教育途徑」（erster bildungsweg）。而後，逐步放寬，擘建「第二條教育
途徑」（zweiter bildungsweg）：在夜間文理中學（Abendgymnasium）、補習學校（Kolleg）、職業
高級學校 II（Berufsoberschule II），甚或通過自學考試（Nichtschülerprüfung）取得同等學歷證明，
而後通過高中畢業考，亦可獲得高等學校成熟證書（Sterrenberg, 2014；Universität Mainz,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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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此以往，不僅文理中學享有獨特的壟斷地位，且文理中學教師在社會上亦

具有崇高的地位（相較於其他類型之中等學校教師），不僅授課時數較少、薪資優

渥，甚至在一些地區，他們還被尊稱為「文理中學教授」（Gymnasialprofessor）

（Marwinski, 2004；Merki, 2011）。

在文理中學受到高度重視的脈絡下，文理中學教師的培育，也隨之獲得高度

關注。1779年哈勒大學（Universität Halle）設立了教育學講座（Lehrstuhl für 

Pädagogik），並率先在大學開設文理中學教師師培，而後在普魯士統一德國後躍

升為師培之主導地位（Graumann, 2014；Mehnert & Wyschkon, 1997）。

再者，隨著德國工業化進程的持續發展，需要更專業的勞動力，並進一步影

響師培理念。20世紀中葉學術界多主張在高等學校進行各類師培，師培「學術化」

（Wissenschaftsorientierung）不僅能提升各類型學校教師的社會地位，且能為師培

提供更充足的資源，使師培生通過研究性學習（forschendes Lernen），具備對專業

領域的獨立判斷能力（Hofmann, 1997；Mehnert & Wyschkon, 1997）。

正是在這種大背景下，1950年後，原本約有 100所專責培育中小學師資的教

育高等學校（Pädagogische Hochschule），不斷地併入綜合性大學，至 1994年僅剩

巴登．符騰堡邦六所（維持至今）（Hochschulkompass, 2022；Lundgreen et al., 

2008）。

1950年代職教界也興起一股提高社會地位、爭取和文理中學教師同等待遇的

「文理中學化」（Gymnasierung）運動（Malvache, 2008）。做為參與人數最龐大

的德國教師聯合會（Arbeitsgemainschaft Deutscher Lehrerverbände），1960年 7月

1日在不萊梅（Bremen）召開大會，並發表了《不萊梅計畫》（Bremer Plan），即

強烈呼籲，應弭平中等教育階段學術性∕非學術性教師間的區別，一致在高等學校

進行「學術導向」培育（Bungardt, 2021；Drewek, 1994）。

文理中學教師的最低要求，必須高等學校畢業、具有系統性學術專業知識（Linke, 

1959）。據此，「聯邦職業教育教師協會」（Bundesverband der Lehrkräfte für 

Berufsbildung e.V.）即大力提倡，職教師培應邁向「學術導向」、在高等學校進行培

育，並聚焦於學科系統性知識結構，以便能與文理中學教師「齊肩」（Bundesverband 

der Lehrkräfte für Berufsbildung e.V., 2022；Linke, 1959）。

在前述發展脈絡下，職教師培也逐步納入高等學校進行培育（Criblez, 1998）。

20世紀中葉後，越來越多的高等學校開設職教師培（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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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20世紀中葉後德國高等學校開設職教師培之起始時間

年代 高等學校

1958年 亞琛科技高等學校（Technische Hochschule Aachen）

1961年
斯圖加特工業大學（Technische Universität Stuttgart），現為斯圖加特大學（Universität 
Stuttgart）

1963年 達姆斯塔特科技高等學校（Technische Hochschule Darmstadt）

1964年
柏林工業大學（Technische Universität Berlin）、慕尼黑工業大學（Technische Universität 
München）、吉森大學（Universität Gießen），以及漢諾威工業大學（Technische Universität 
Hannover），現為漢諾威大學（Universität Hannover）。

1966年 美茵茲大學（Universität Mainz）

資料來源：Georg與 Lauterbach（1977, p. 64）。

而在前述三種師培模式中，「工程師導向」不僅符合在高等學校進行師培，

且最能符合學科系統性知識結構，致使 1834年「卡爾斯魯厄多元技術學校」即創

建的「工程師導向」，躍居為職教師培的典範（Bauer, 2007）。且德國職教界經過

長期努力之後，1970年職校教師才得以與文理中學教師「同列」，在德國公務員

制度中劃歸為 A13等級（Academics, 2022；Jonen, 2002）。

（三）師培統一框架

德國為聯邦制國家，文教事業及不同類型學校的師培，均隸屬於各邦政府之

權限，使得師培框架在各邦略有不同。1973年德國各邦文教部長聯席會議

（Kultusministerkonferenz）制定統一的職教師培框架，該框架的規定成為職教師培

的正統模式（Kultusministerkonferenz, 1973）。

在此職教師培框架中，擬申請高等學校的職教師培者，除了具備高等學校成熟證

書（Hochschulreife）外，需先畢業於職業學校且通過相關的師傅考試（Meisterprüfung），

或其他同等學經歷（Kultusministerkonferenz, 1973）。

高等學校學習歷程包括「基礎階段」（Grundstudium）和「專業階段」

（Hauptstudium）兩個部分。職教師培在基礎階段（第一至四學期）聚焦於自然科

學和工程科學的基礎知識，以及這些基礎知識的學科教材教法。專業階段不僅學習

進階性學科知識（含主修專業與輔修專業），以及相關的學科教材教法，還需學習

教育學與社會科學，為未來的職業實踐做準備（Deutscher Bildungsserver,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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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階段∕專業階段間有「中間考試」（Zwischenprüfung），這是對基礎階

段學習之結業考核。主修專業的中間考試一般在第二至六學期之間舉行，輔修專業

則依其相關規則而定。此外，教育學∕社會科學∕學科教材教法的學習，則無中間

考試（Universität Giessen, 2022）。

師培生的修業年限大約為四至五年，通過第一次國家考試（erste Staatsprüfung）

後，進入為期二年的「預備服務」（Vorbereitungsdienst、Referendariat），或稱為「師

範見習」（Lehramtsreferendariat）。預備服務結束後，需通過第二次國家考試

（zweite Staatsprüfung），才能取得職校教師的資格，並經過派任到職校任教

（Kultusministerkonferenz, 1973; Tramm, 2019）。師培流程如圖 1：

圖 1 
舊式師培流程

第 2次國家考試∕碩士學位

預備服務

第 1次國家考試

高
等
教
育

主
修
專
業

輔
修
專
業

學
科
教
材
教
法

教
育
學
、
社
會
科
學

入學條件 職業學校畢業且通過師傅考試

資料來源：Dehmel（2011, p. 228）。

高等學校階段的師培課程，由三大部分組成：主修專業（工程科學），如資訊

科技（Informationstechnik）與電子科技（Elektrotechnik）等；輔修專業（公共基礎類），

如德語、歷史、宗教、體育等；第三部分則為教育學、社會科學與學科教材教法。

三部分課程的學分比例為 2：1：1；各邦可依據自身情況在此基礎上進行微調，但是

高等學校學習、預備服務、國家考試這些環節是必不可少的（Kultusministerkonferenz, 

1973；Tramm,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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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舊式師培之困境

Furlong（2001）曾指出，20世紀末葉後英國政府特別關注師資供需平衡，以

及師資素質之提升。無獨有偶，德國自 1834年「卡爾斯魯厄多元技術學校」創建

系統性師培至《博洛尼亞宣言》，已超過 1.5個世紀，亦衍生出類似的發展困境：

教師短缺與重理論輕實踐，以下進一步加以探究。

（一）教師短缺

做為歐洲最大經濟體的德國，向來以其先進的機械製造業與化工產業執國際市

場之牛耳，並使得MINT理工學科（數學∕Mathematik、資訊科學∕ Informatik、

自然科學∕ Naturwissenschaft、科技∕ Technik之縮寫）在德國經濟發展居於關鍵

地位。這種以工業為基礎的經濟模式，其發展很大程度上取決於MINT 專業人才的

數量與品質（European Commission, 2015；Institut der deutschen Wirtschaft Köln, 

2020）。

在職場方面，德國就業機會更大程度地受「工業價值創造鏈」（industrielle 

Wertschöpfungskette）影響；「工業價值創造鏈」不僅包含所有製造業，甚或與工業

間接有關，屬於為工業提供前置∕後置的商業服務之各行各業亦屬之（Bundesverband 

der Deutschen Industrie, 2013）。

在此經濟模式下，相對於其他產業，德國對於MINT行業挹注更多的研發經

費，2019年即高達 1,053億歐元（折合台幣約 34,800億元）（Institut der deutschen 

Wirtschaft Köln, 2021, p. 9）。且受過高等教育的MINT學術人員，從 2011年至

2018年成長了 21.1%（如表 2）；再者，每年需遞補MINT學術人員的平均人次之

預測，高達約七萬人次（如表 3）。

表 2 
2011年∕ 2018年 MINT產業之從業人口統計

2011年 2018年 升降之百分比

MINT學術人員
（MINT-Akademiker）

2,366,400人 2,865,600人 +21.1%

MINT技術人員
（MINT-Fachkräfte）

9,178,400人 9,114,300人 -0.7%

資料來源：Institut der deutschen Wirtschaft Köln（2021, p.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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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每年需增補MINT學術人員的平均人次之預測

時間 需遞補之平均人次∕每年

―2023年 62,200

2024年―2028年 68,800

2029年―2033年 75,200

資料來源：Institut der deutschen Wirtschaft Köln（2021, p. 26）。

德國產業界的表現一向強勁，業界工程師多有相當可觀的收入，尤其是MINT

產業。MINT學術人員的平均收入，不僅比其他學術人員高，且其長期性收入的成

長率亦較快（表 4）。

表 4 
MINT學術人員與其他人員之全職薪資比較 單位：歐元（未扣稅）

2000年 2005年 2015年 2017年 2019年

MINT學術人員 3,600 4,500 5,300 5,300 5,800

學術人員 3,700 4,200 4,900 5,000 5,300

所有人員 2,700 3,000 3,600 3,700 4,100

資料來源：Institut der deutschen Wirtschaft Köln（2019, p. 32, 2021, p. 35）

在前述德國產業界強勁發展的大環境下，進一步檢視職教師培之相關制度。

依前述，師培課程包括主修∕輔修專業∕教育學、社會科學與學科教材教法等三大

部分，其學分比例為 2：1：1；亦即，主修專業科目居於核心地位、佔有 1/2比例。

主修專業課程包含系統性學科理論知識、工廠車間實習、產業界的實習與培訓，這

部分完全與工程師培育無異（Blömeke, 2002；Heil, 2000）。

此外，職教師培生的學習要求比工程師還多，還必須以公共基礎類課程為輔

修專業，且其職業專業知識具有雙重的學科基礎：任教科目之學科知識，以及教學

活動的教育學相關知識，亦即必須同時兼具專門能力（工程科學）∕教學能力（教

育學），以及理論能力∕實踐能力之跨領域能力（圖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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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職教師培生之跨領域能力

實踐能力

理論能力

專業實踐

專業理論

教育實踐

教育理論

師培生 
之跨領域能力

專業能力 教學能力

亦即，師培生的主修專業科目與工程師完全相同，且其學習要求更嚴苛（需

兼具其他能力），但職校教師之薪資（如表 5）卻未更加優渥（與表 4比較），無

怪乎職校教師常有嚴重短缺問題（如表 6）。

表 5 
職校教師之每月薪資（A13級公務員） 單位：歐元（未扣稅）

各邦 最初階薪資 最高階薪資

巴登 ˙符騰堡邦（Baden-Württemberg） 4,587.09 5,665.33

巴伐利亞邦（Bayern） 4,643.98 5,492.88

柏林（Berlin） 4,074.30 5,872.94

布蘭登堡（Brandenburg） 4,269.23 5,494.14

不來梅（Bremen） 4,388.64 5,406.20

漢堡（Hamburg） 4,359.67 5,444.27

黑森邦（Hessen） 4,108.66 5,247.32

梅克倫堡－前波美拉尼亞邦（Mecklenburg-Vorpommern） 3,940.22 5,329.72

下薩克森邦（Niedersachsen） 4,233.67 5,476.94

北萊茵－威斯伐倫邦（Nordrhein-Westfalen） 4,463.40 5,498.22

萊茵蘭－普法茲邦（Rheinland-Pfalz） 4,107.31 5,562.27

薩爾蘭邦（Saarland） 4,179.79 5,380.91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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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職校教師之每月薪資（A13級公務員）（續） 單位：歐元（未扣稅）

各邦 最初階薪資 最高階薪資

薩克森邦（Sachsen） 4,258.76 5,795.61

薩克森－安哈特邦（Sachsen-Anhalt） 4,247.79 5,487.31

什勒斯維希－霍爾斯坦邦（Schleswig-Holstein） 4,334.38 5,424.85

圖林根邦（Thüringen） 4,268.47 5,514.32

資料來源：Academics（2022）。

表 6 
2002―2030年職校教師之短缺統計與預測

年代 供應 需求 短缺

2002―2010 2,500 3,550 1,050

2010―2020 2,700 3,400    700

2020―2030 2,920 3,890    970

資料來源：Kultusministerkonferenz（2003, p. 55, 2011, p. 19, 2019, p. 15, 2020, p. 24）。

依據表 6之數據顯示，從現在至 2030年，德國職校教師之短缺大約 25%，亦

即短缺的比例高達 1/4，這已構成職教發展的隱憂。

（二）重理論輕實踐

依前述，職校教師為能爭取和文理中學教師同等待遇，1950年代後職教師資

逐步納入高等學校進行培育。隨之，文理中學之師培框架與德國大學理念也深深烙

印在職教師培上。

1. 文理中學化框架

依前述，1973年德國制定了統一的職教師培框架。不僅如此，在同一會議中

提出了「職業性專業方向」（berufliche Fachrichtung）概念，強調職教師培的專業

知識結構，不應等同於培育工程師之學科知識體系，職教師培應以其「職業」為師

培課程建構的原則，而非培育工程師的專業學科（Kultusministerkonferenz, 1973；

Pahl, 2010）。

但「職業性專業方向」概念之師培課程建構，需投入龐大的人力、物力與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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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等，在短時間難以奏其功，故 20世紀後半葉「各邦文教部長聯席會議」仍透過

簡化文理中學師培的學科劃分，提出職教師培之課程內容（Rützel & Faßhauer, 

1999；Schütte, 2006）。質言之，此階段職教師培為「文理中學化」框架。 

文理中學師培生都需修習主修與輔修專業，這些專業學科包含文理中學的所

有科目。以文理中學 7―13年級的師培為例，若選擇數學為主修專業，則輔修專業

需搭配自然科學以外的公共基礎類專業，例如古希臘語、生物、英語、德語、法語、

歷史、地理、拉丁語、哲學等近 20個學科，但主修∕輔修專業有一定的搭配限制

（Humboldt-Universität zu Berlin, 2022）。

在前述框架下，職教師培生也必須修習主修專業與輔修專業，前者為工程科學專

業，例如土木、機械、資訊等；輔修專業則需如文理中學師培生、搭配工程科學以外

的公共基礎類專業，例如德語、英語、體育、宗教等（Universität Kassel, 2003）。

職教師培課程受囿於文理中學化框架，職教師培生需以工程科學專業∕公共

基礎類課程做為主修∕輔修專業，此對師培生有相當程度的挑戰性，畢竟兩種專業

的屬性有相當大的歧異性。質言之，文理中學化框架下的職教師培課程，奠基於系

統性學科基礎，重理論輕實踐，而使得師培課程與職校教師的職業無緊密關連。

2. 德國大學理念

依前述，Humboldt對於德國近代教育的建構，具有很大的影響力，高等教育

亦然。Humboldt（1956c）強調，大學具有雙重任務：學術探求與道德陶冶

（Bildung）。這裡的「學術」意指純學術，他不追求自身以外的目標，只進行純

學理的探究。近代德國大學獨重理論的理念，強調系統性學科知識的掌握，深深烙

印在職教師培的發展。

在行政組織方面，1950年代後教育高等學校併入綜合性大學、1960年代許多

高等學校逐步納入職教師培，在此歷程中辦理師培的高等學校，並未隨之成立一級

的學術單位「師資培育中心」（Zentrum für Lehrerbildung）。比勒費爾德大學

（Universität Bielefeld）最早成立「師資培育中心」，後者僅為大學內部的二級的

行政服務單位，該中心僅有兩位教授職司學科教材教法（Blömeke, 1999；楊深坑，

2007）。師培生在所選主修科目對應的學院申請入學，比如生物科目對應生命科學

學院、數學科目對應數學學院，絕大部分師培課程由各學院開設，並按照該學院制

定的培育方案與考試規程完成學分要求（Möhle, 2005；Wilke, 2005）。從現實發展

看，一向注重學術研究的大學，並未重視師培的發展（Hilligus, 2005；Mehnert & 

Wyschkon,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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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限於德國高等學校聚焦於學術性人才培育的辦學理念，師培亦存在重理論

輕實踐的現象。工程學院開設的課程聚焦於工程師之人才培育，強調工程科學之開

發設計與構建，以及尖端科技發展的掌握，對於培育教師的教育專業性，以及解決

「如何教」的問題，積極性有限（Grüner, 1967；Wagemann, 1998）。

再者，「工程師導向」為德國 20世紀的「正統」職教師培模式，此時期的「工

程師導向」師培模式，雖與 1834年創立的「卡爾斯魯厄多元技術學校」之「工程

師導向」有別，前者師培課程已納入教育學相關專業，但這些學科常淪為邊緣性地

位（Bauer, 2007）。這種工程師導向的師培模式，偏重理論而與職校教師的教學活

動有嚴重的落差，其後果是在職校裡將原本兼具理論與實踐的「雙師型」師資，分

裂為理論型教師∕實務型教師不同類型教師之分工，戕害理論∕實踐間的統合

（Niedersächsisches Kultusministerium, 2022）。

前述重理論輕實踐的趨向，亦表現在考試制度上。師培生在高等學校修習師

培相關課程後，需通過第一次國家考試，考試範圍多為「死記硬背」的內容，而與

現今所強調的「能力導向」（Kompetenzorientierung）師培目標不相符（Greefrath, 

2012；Jenewein & Henning, 2015）。質言之，即便通過了國家考試，並不一定就意

味著教師具有了擔任一名合格教師的能力。

針對舊式師培的發展困境，1960年代以來，德國開展了多項關於師培的研究，

大部分研究指出，師培的實施過程中存在著以下的問題：一是在課程設置上缺乏實

踐導向，高等學校開設的師培課程對於教師職業的助益有限，反倒是任教後在工作

過程中逐步積累的實踐經驗，能提供很大的助益。二是教育學、社會科學不僅與工

程科學關聯性低，且對教學活動的助益有限，甚至普遍存在脫節問題（Abel, 

1959；Jost, 1990, p. 260；Linke, 1959）。

參、新式師培學制及其新模式

《博洛尼亞宣言》後，德國高等教育學制採行學∕碩分級學制，隨之職教師

培也劃分為學士∕碩士兩階段。本節探究新式師培學制，以及奠基在前述學制基礎

上的三種師培新模式。

一、新式師培學制

依前述，舊制在入學申請方面，需先畢業於職業學校，且通過相關的師傅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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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洛尼亞宣言》後，職教師培生之入學前提僅需完成一年（52週）的「企業實習」

（Betriebspraktikum），其中入學前必須先完成 26週，另外 26週可以在學士班畢

業前完成即可。如果學生在入學前已畢業於職業學校、具有職業資格，則可以申請

免除企業實習（Handelskammer Hamburg, 2022；Lein, 2014）。

學士班是新式師培學制的第一階段，畢業後可以獲得「工程教育學學士」

（Bachelor „Ingenieurpädagogik"）之「教育學士」學位（Bachelor of Education）；

但有些學校的學士班階段僅開設工程專業課程，畢業後可以獲得「理工學士」學位

（Bachelor of Science），例如愛爾福特大學（Universität Erfurt, 2022）與漢諾威大

學（Universität Hannover, 2022）。

碩士班為師培的第二階段，畢業後可以獲得「教育碩士」學位（Master of 

Education），才具有「職校教師資格」（Lehramt am Beruflichen Schulen）（Bayerisches 

Staatsministerium für Unterricht und Kultus, 2022；Universität München, 2022）。

學士班階段的培育目標，在使學生獲得第一個具有就業資格的高等學校畢業

證書，但「教育學士」不能成為一名職校教師，只能進入其他非學校的職教機構工

作，諸如企業的教育培訓機構，或是職教研究中心等，甚至依其專業領域從事相關

的科技工作（Bayerisches Staatsministerium für Unterricht und Kultus, 2022；Universität 

München, 2022）。

學士班畢業生可以申請碩士班繼續深造，後者的培育目標在使學生有資格進

入「預備服務」，為擔任職校教師做準備。高等教育培育階段結束時，各邦規定的

考核方式不同，例如在不萊梅大學（Universität Bremen, 2022）需要完成碩士論文；

在柏林則需通過第一次國家考試。預備服務結束後需通過第二次國家考試，才取得

職校教師的資格（Studienwahl.de, 2022）。

學碩二級學制的引進，可以為不同級別畢業生提供新的工作機會，使畢業生

在完成每一學位級別後，即能進入職場工作（Schulz, 2004）。

二、新式師培模式

在學碩分級學制的基礎上，職教師培有三種新模式：「連貫模式」（integratives 

Modell）、「順序模式」（sequenzielles Modell），以及綜合前二種模式的「混合

模式」，以下進一步加以探究。

（一）連貫模式

在三種新式師培模式中，占主導地位的是「連貫模式」。此模式與舊制的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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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整體「板塊」的師培模式非常相似，主修專業、輔修專業，以及教育學∕社會科

學∕學科教材教法等三個環節，整合在學碩二級學制中（圖 3）。

圖 3 
職教師培之連貫模式

第 2次國家考試／學位考試→碩士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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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Bünning & Shilela（2006, p. 1399）。

連貫模式的特點，在於學士班階段已納入三類所有課程，且延續至碩士班階

段；亦即，師培生甫入學高等學校，便朝向特定職業（教師）準備的課程安排。

相較於傳統師培體制，連貫模式不過是前者的翻版，將傳統學制的「中間考

試」轉換為學士學位證書，且由於碩士班階段的學習領域，是將學士班階段加以延

伸，二者的學習結構並無差異，此在某種程度上違背了引進兩階段學位制度的初衷

（Winter,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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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德僅存的六所教育高等學校都採取連貫模式，例如弗萊堡教育高等學校

（Pädagogische Hochschule Freiburg, 2022）與施瓦本格明德教育高等學校（Pädagogische 

Hochschule Schwäbisch Gmünd, 2022）等，都是以連貫模式培育職校師資。

另外，如柏林工業大學（Technische Universität Berlin, 2022）、德勒斯登工業

大學（Technische Universität Dresden, 2022）、科布倫茨―蘭道大學（Universität 

Koblenz-Landau, 2022）與奧斯納布呂克大學（Universität Osnabrück, 2022）等也都

採用連貫模式。

（二）順序模式

職教師培的順序模式在學士班僅開設主修專業（工程科學），此階段完全等

同於工程師之培育，且主修專業的學習，延續至碩士班階段，而輔修專業與教育學

相關專業僅開設於碩士班（Bünning & Shilela, 2006；Hochschulrektorenkonferenz, 

2015）（如圖 4）。

圖 4 
職教師培之順序模式

第 2次國家考試／學位考試→碩士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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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Bünning & Shilela（2006, p. 13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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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序模式是舊制「工程師導向」的翻版，強調師培生必須必須先掌握講授科

目（工程科學）的知識內容，才能夠發展出該科目的學科教材教法；亦即，在學習

學科教材教法之前，必須先奠基於專門科目的基礎上。採取順序模式如愛爾福特大

學（Universität Erfurt, 2022）與漢諾威大學（Universität Hannover, 2022）。

在順序模式的學士班階段，僅需修習某一特定的工程科學專業，「留有餘裕」，

學生可以立基於工程科學的基礎上，探索自己未來的職業性向，於學士班畢業後再

決定是否就業，或者繼續升學（職教教師或工程師）（Universität Erfurt, 2022；

Universität Hannover, 2022）；畢竟學生對於未來職涯的性向與興趣，可能在學士班就

讀期間有所改變，就讀學士班可以做為學生探索其職業性向的歷程（Winter, 2004）。

誠如 Potter（2002）指出，職業環境對教師的專業發展影響非常大，而個體對

職業環境的瞭解與掌握，來自長時間的探索與社會經驗的累積，但在舊制師培與連

貫模式，師培生從高中階段直接過渡到高等教育階段，缺乏對教師職業以及其他職

業的瞭解；學生在面臨抉擇時，可能「不瞭解特定職業的從業要求，甚至在擔任教

職後認為自己投錯行，而成天抱怨或怠忽職守」（Potter, 2002, p. 321）。

（三）混合模式

混合模式提供多元的學習路徑：在學士班開設主修與輔修專業之相關課程，

並延續至碩士班，而教育學∕社會科學∕學科教材教法則單獨成為一個模組，為所

有學生開放，且此模組連結到碩士層次，以供深入學習（Bader et al.,2007；

Bünning & Shilela, 2006）（圖 5）。

混合模式在學士班同時開設三類課程，完全與舊制∕連貫模式無異，不同的

是，前者的教育學相關專業為獨立模組。馬德堡大學已建立了此模式，稱為「馬德

堡模式」（Magdeburger Modell）（Universität Magdeburg, 2022）。

在「馬德堡模式」中，學士班畢業後，可以獲得理工學士或教育學士學位，

端視學生是否完成教育學相關專業之獨立模組；在碩士班階段，亦開設三類課程，

並強調學碩的「連續性」（konsekutiv）；這裡的「連續性」，意味著碩士班的課程，

延續並深化學士班課程或跨學科擴展。再者，碩士班課程有三重路徑，除了職教師

培外，尚有研究導向（forschungsorientiert）與應用導向（anwendungsorientiert）的

碩士學位（Bader et al., 2007）。

此外，主修∕輔修專業間的搭配，無需遵循工程科學∕公共基礎類專業，可

逕選工程科學及其相近（hochaffine）的專業做為主修∕輔修。「馬德堡模式」種

種靈活性舉措，使其職教師培生的人數多於舊制師培模式（Bader et al.,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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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職教師培之混合模式

第 2次國家考試／學位考試→碩士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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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Bader et al.（2007, p. 5）；Bünning & Shilela（2006, p. 1340）。

肆、師培學制變革之剖析

在新式師培模式中，不同模式有不同的著眼點，以下從多元化∕專業性之不

同視角進一步加以剖析。

一、多元化視角

Winter（2004）梳理了《博洛尼亞宣言》後師培之「多元化」面貌，其中包含：

1.職場地域多元化―合格教師具備在其他歐洲國家從事教職工作的機會；2.模式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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擇多元化―學∕碩分級的學制較具靈活性，進而開啟多元化師培模式；3.職業選擇

多元化―畢業生具備從事教育工作或教育以外職業的能力與機會。以下進一步加以

評析。

（一）職場地域多元化

在引進「歐洲學分轉換與累積系統」之前，德國高等學校實行的是「證書制」

（Schein），即根據相關《考試規定》（Prüfungsordnung）的要求，蒐集所有課程與

教學活動的成績證明，才能達到畢業要求，例如慕尼黑應用科學高等學校（Hochschule 

für angewandte Wissenschaften München, 2022, p. 6）於《普通考試規定》（Allgemeine 

Prüfungsordnung）第 7條第 3項明確規定。但在不同國家間，缺乏這種評價系統對

學習內容的統一可測量、可比較的量化規定。

歐盟國家為了統合不同國家高等教育之歧異，都透過「歐洲學分轉換與累積

系統」（以下簡稱為 ECTS）計算。該系統確立每個 ECTS等於 25― 30個小時的

學習，一學年相當於 60 ECTS學分。學士班畢業需修滿 180― 240 ECTS，碩士班

畢業須修滿 90― 120 ECTS（European Commission, 2022b）。ECTS學分認可標準

涉及廣泛的學習活動，例如上課、研討會、家庭作業、演講等（European Commission, 

2022c）。目前，在實務運作上，歐盟國家的 ECTS∕臺灣的大學學分之轉換，大

約為 2：1（2 ECTS為一學分）（每個臺灣的大學有些微差異）；亦即德國師培生

在學士班階段約需修滿 90― 120學分，碩士班畢業則需修滿 45― 60學分（臺灣

的學分）。

引進ECTS後，歐盟國家的教育機構得使用一種共同的「學術貨幣」（Academic 

Currency），參與一個無國界的歐洲高等教育區（Karran, 2004）。據此，Winter

（2004）提出，ECTS被視為提高學術透明度，以及共同承認學術資格的有效工具，

正逐步成為歐洲多數國家學分系統的共同基礎，不僅有利於歐洲各國對高等教育學

歷之間的相互比較、學生的跨國交流，甚至能為合格教師提供了多元化職位的機

會，具備在其他歐洲國家從事教師工作的能力。

前述Winter（2004）的說法過於輕率、值得再三推敲：歐洲學分轉換制度為

課業提供一個統一可測量、可比較的量化規定，十分有利於學生流動與學術認可。

但學分只是單純地做為形式性學習量之計算單位，課程在具體實施中情況各異，完

成課程所獲得的學分之認定，常常奠基於授課教授之「主觀認定」，要能「客觀」

地實現歐洲學分的轉換，有很大的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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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Winter（2004）指出，「歐洲學分轉換與累積系統」為合格教師在其他

歐洲國家提供了多元化職位機會，此應屬「渺不可及」的目標。每個國家的職教

師培都受到社會、歷史和文化因素影響甚深，世界各國也都在其社會文化脈絡下

發展其師培體系，並進而建立一個教師資格「准入制度」，例如在德國，教師資格

的取得，需先在高等學校修習相關師培課程、經歷預備服務期、通過國家考試……

等環節，而 ECTS雖有利於學生的跨國交流，但對於德國合格教師在其他國家任教

―或是反過來，其他國家的合格教師在德國任教―，幾乎都屬於「不可能的任

務」。

（二）模式選擇多元化

《博洛尼亞宣言》後，將原本的整體「板塊」拆解為學∕碩分級制，進而開

啟了多元化師培模式。德國學術審議會（Wissenschaftsrat, 2001）以及德國高等學

校校長聯席會（Hochschulrektorenkonferenz, 2006a）對於師培學制的建議，便是強

調多元化在師培學程中的重要性，並進而強調兩階段學制完全切割、具有不同的定

位與重點，學士班階段應該著重多元化發展，而非單以師培為主要目標；關於師培

的教育專業課程，則應集中在碩士班階段。

二會都推崇順序模式，此模式特別有利於師培生在學碩二級間靈活轉換，對

所有其他模式的畢業生開放，只要學生獲得學士學位就有資格申請師培碩士班。反

觀之，連貫模式最能培育出專業教師，但學碩二級間的轉換有相當的限制，至多學

生可以轉換或抵免一些學分，無縫性轉換只能在連貫模式―連貫模式對接，才有實

現的可能（Bünning & Shilela, 2006）。

此外，順序模式在學士班僅開設主修課程（工程科學），而師培其他的課程（輔

修與教育學專業）僅開設於碩士班，亦即學士班的課程完全為理工學院的課程，因

此順序模式碩士班的招生對象，包含所有理工學院的學士班畢業生，能夠「河海不

擇細流，故能就其深」，較有利解決長期以來職校教師短缺的困境。

德國為能解決教師短缺問題，透過最具靈活性的順序模式，除了招收非師範

專業學士班畢業生外，也招收非師範專業碩士畢業生，以及吸納實務界科技人才，

經過教育培訓成為職教教師。尤其後者多擁有豐富實務經驗，而成為招生的重點

（Tenberg, 2015）。2019年統計數據表明：高達半數的邦，實務界科技人才佔職校

教師的比例已超過 10%，且仍持續增長（Kultusministerkonferenz, 2021）。質言之，

由於順序性師培模式最具靈活性，因此也最能克服教師短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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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職業選擇多元化

博洛尼亞進程（Bologna-Process）不僅積極建構歐洲高等教育之統一體系，且

將提高「歐洲公民的就業能力」（Die arbeitsmarktrelevanten Qualifikationen der 

europäischen Bürger）作為最高目標之一，尤其提倡學士班畢業生能夠直接就業

（Hochschulrektorenkonferenz, 2004；Schubarth, 2015）。

連貫模式在學士班即開設緊密圍繞師培的課程，但師培生學士班畢業後，不

具備教師資格、無法在職業學校任教，僅能在學校以外的教育培訓領域求職，其就

業機會相當有限；如在教育培訓領域外（例如工程方面）求職，更加不利，因為在

學士班階段已納入三類師培所有課程、朝向準教師職業做準備，相對地工程科學方

面的課程很少，如在科技業求職，非常有可能陷入「無用武之地」（Bünning & 

Shilela, 2006；Winter, 2004）。質言之，連貫模式學士班的畢業生，很可能陷入非

常有限的就業機會之窘境，此與博洛尼亞進程的目標相矛盾。

順序模式在學士班階段僅開設工程科學之相關課程，此與工程師培育完全等

同，因而該模式下培育出來的學士班畢業生，雖無法在教育培訓領域求職，但在科

技業求職完全無異於工程師，而有較佳的就業前景（Bünning & Shilela, 2006）。

順序模式與混合模式的學士班畢業生，在教育培訓領域外雖有求職機會，這

些機會要能實現，端視業界對於學士班畢業生的接受程度。Alesi等人（2005）在

歐盟各國進行一項跨國研究表明，其中僅有 29.9%雇主願意為學士班畢業生提供

相應資格的職位，36.6%持保留態度，將視求職者的具體情況而定，而 37.5%則願

意為其提供低於相應資格的專業人員（fachwirt）。這樣的調查結果顯示，許多雇

主對於學士班畢業生的專業知識水準與能力尚無充分的信心，就某個程度來說，許

多雇主仍相當青睞於《博洛尼亞宣言》前的傳統學制。

該調查研究發布於 2005年，亦即《博洛尼亞宣言》甫通過六年，可以想見當

時的學士班畢業生仍不多。可惜後續並未再進行大型跨國調查研究。但誠如 Alesi

等人（2005）的調查結論，單靠改變學制，尚不能聲稱可以增加高等學校學士畢業

生的就業機會，尚需顧及業界雇主對於新學制畢業生的認可程度。

學士學位做為專業領域資格的問題，尚可由學士班申請碩士班的比例看出端

倪。高達 82%比例，綜合性大學學士班畢業生就讀碩士班（圖 6）；或許可以看出，

多數綜合性大學學士班畢業生對其專業知識與能力仍不夠有自信。而應用科學大學

辦學主旨一向聚焦於應用導向，與業界常有緊密聯繫，因此有較高比例的學士班畢

業生進入職場（Bundesagentur für Arbeit,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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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學士班畢業生在 1.5年後之升學∕就業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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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Bundesagentur für Arbeit（2019, p. 43）。

二、專業性視角

依前述，許多實證研究指出，舊制職教師培的課程設置與教師職業缺乏緊密

連結，對於教師專業性發展的幫助有限，尤其重理論輕實踐，經常被視為嚴重的弱

點（Beckmann, 1997；Cramer, 2014；Hochschulrektorenkonferenz, 2006b）；而《博

洛尼亞宣言》的目標之一，就是透過制度變革，提昇高等教育畢業生的就業力、提

高師培生的實踐能力（Bünning & Shilela, 2006；Hochschulrektorenkonferenz, 2004；

Schubarth, 2015）。但在三種新式師培模式中，僅有連貫模式有明確的策略方針，

以確保實踐能力的提升、培育出專業教師。以下從課程建構與實習制度加以探究。

（一）課程建構

依前述，在《博洛尼亞宣言》前，「工程師導向」模式居於傳統職教師培之

主流地位，傳統的師培課程，僅為各個專業學科知識的總和，聚焦於傳授客觀的、

理論的學科知識。

《博洛尼亞宣言》後，職教師培之連貫模式積極建構「工作過程導向」

（arbeitsprozessorientiert）課程，不再以「學科專業」為起點，不再強調基於分科

的專業學科形式，以及在此基礎上的系統性學習，而是以「職業」為起點，經由職

業實踐―工作過程分析和歸納所確定的重要職業能力之培育（Gerds, 2001）。

但「工作過程導向」課程亦非直接採納職業工作過程的內容和形式、對現有

靜態職業活動的簡單複製，因為實務界工作過程牽涉的具體內容與形式繁多而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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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窮盡，因此需要對工作過程進行教學理論的模式化處理（Gerds, 2001；Pahl, 

2006）。

不同於過去的課程，聚焦於傳授客觀的、理論的學科知識，基於工作過程的

課程有以下特點：課程的內容圍繞工作過程知識，包括相關的理論知識，以及實踐

操作等程序性知識，他取代學科知識成為課程內容的核心（Fischer & Rauner, 2002；

Tramm, 2005）。

其次，「工作過程導向」課程的目標聚焦於「職業行動能力」（berufliche 

Handlungskompetenz）之發展。職業行動能力視為個體所擁有的、能夠成功滿足複

雜工作需求的前提條件，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亦即當行動者知道如何完成一項

工作任務時，那麼就認為其具備了職業行動能力（Kultusministerkonferenz, 2007；

Rauner, 1999）。

（二）實習制度

依前述，20世紀高等學校都僅成立二級的行政服務單位「師資培育中心」，辦

理師培相關業務，師培在高等學校居於「邊緣化」地位。對此，德國各邦文教部長聯

席會議發布《德國師資培育之願景》（Perspektiven der Lehrerbildung in Deutschland），

從組織機構設置上提出應對方案，建議在高等學校成立一級的「師資培育中心」。

師資培育中心可由邦政府統籌設立，或由高等學校單獨設立，或聯合不同學校合作

設立；設立一級的「師資培育中心」的目的，主要是為能整合原本支離破碎的專門

學科、學科教材教法、教育學和其他專業學科課程，建立師培各階段之間的聯繫

（Terhart, 2000）。

據此，有些邦政府組建「師資培育中心」，例如梅克倫堡―西波美拉尼亞邦

（Mecklenburg–Vorpommern）；有些由直轄市政府，例如漢堡市（Hamburger）；

大部分由高等學校單獨設立，全德有 420所高等學校，其中有 63所學校設立師培

中心，且設立一級師培中心的學校多為實施連貫制（Zentren für Lehrerbildung, 

2022）。這是因為連貫制師培模式中，在學士班∕碩士班兩階段都已納入三類師培

所有課程，且十分重視教學實習（如下二段後的說明），因此更迫切需要設立一級

師培中心，負責統籌師培事務；從組織角度觀之，職教師培在連貫制模式比較受到

重視、未淪為高等學校的邊緣地位。

甚至，實施連貫制的慕尼黑工業大學（TU München）與呂訥堡大學（Universität 

Lüneburg）都成立教育學院，辦理師培相關的行政業務、教學與研究事宜（TU 

München, 2022a, 2022b；Universität Lüneburg,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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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連貫制的高等學校，為能增進師培生的實踐能力，規定學士班師培生需

至職業學校、完成四週「定向實習」（Orientierungspraktikum）：將視角從學生角

度轉變為教師角度，瞭解教師的工作領域與任務，尤其參觀未來擬任教的科目（觀

課）、擔任部分時間的授課，並進而審視和反思個人是否適合教師職業（Ministerium 

für Kultus, Jugend und Sport Baden-Württemberg, 2022）。

依前述，順序模式的學士班階段僅需修習主修專業，在此基礎上，至碩士班

階段可以再選擇師培或工程師之職業方向，亦即學士班階段有幾年的「緩衝」時

間、探索職業性向。但順序模式在學士班階段並未提供「定向實習」，深入瞭解其

是否適合教師職業，俟其學士班畢業後，可能還是不知何去何從。

除了「定向實習」外，碩士班階段尚有二次共八週的「教學實習」（Unterrichtspraktikum），

以便能熟悉教學內容的設計、教學方法的運用。職教師培生在高等學校期間要完成

兩門專業學習，畢業後也要承擔兩門專業教學，因此，教學實習包括主修與輔修專

業各八週的實習。在定向實習師培生更多是扮演旁觀者的角色，而在教學實習則為

準老師，需親自在學校設計教學，承擔一定教學任務（TU München, 2022； Universität 

Lüneburg, 2022）。

伍、結論

18世紀末葉工業革命後，德國產業快速發展，隨之職教發展受到高度重視，

並進而開啟了三種多元師培模式。1950年代職校教師為能提高社會地位、爭取和

文理中學教師同等待遇，而有職教師培「文理中學化」運動，且使「工程師導向」

模式躍居為主流。該師培模式的學習內容，與培育工程師的內容有高度重疊，且前

者的學習要求比後者還嚴苛，但薪資卻未更加優渥，使得職校教師一直陷於嚴重短

缺困境。

「文理中學化」運動後，1960年代後高等學校逐步納入職教師培，職教師培

課程內容採行「文理中學化」框架，強調系統性學科知識與科學發展的理解與學

習，僅在文理中學師培的學科基礎加以簡化，而與職校教師的職業無緊密關連，陷

入理論∕實踐脫節的問題，教育學與學科教材教法並未受到重視。

《博洛尼亞宣言》後，職教師培採行學∕碩分級學制，且師培生需碩士班畢

業後才具有職校教師資格。職教師培在新式學制基礎上有「連貫模式」、「順序模

式」與「混合模式」等三種模式。「連貫模式」基本上等同於舊制師培模式，專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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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專業課程整合在學碩二級學制中。順序模式在學士班僅開設主修專業，此階段完

全等同於工程師培育，而輔修與教育學相關專業僅開設於碩士班。而混合模式則提

供多元的學習路徑，教育學相關學科為一獨立模組。

在三種新師培模式中，順序模式在學碩二級間的轉換最具靈活性，不僅其碩

士班對所有學士與碩士畢業生開放，且能吸納實務界科技人才，經過教育培訓成為

職教教師，因此也最能克服教師短缺問題。而且學士班畢業生聚焦於主修專業的學

習，最有機會在科技業任職，從而帶來多元化職業選擇。連貫模式則在學碩班開

設緊密圍繞師培的課程，積極建構「工作過程導向」課程，課程內容不再以「學科

專業」為起點，而是以「職業」為起點。另外，在學碩班需分別完成「定向實習」

與「教學實習」，逐步深化對教師工作的理解，嫻熟教學內容的設計和教學方法的

運用。

質言之，舊制師培模式發展衍生兩大困境：教師短缺、師培重理論輕實踐。

而新式師培的順序模式，在學碩二級間的轉換最具靈活性，最能廣納不同師培模式

的師培生，甚至吸納實務界科技人才，進而克服教師短缺的困境。而連貫模式在學

碩班都已開設專門與專業課程，並透過課程建構與實習，朝向準教師職業做準備，

最能克服傳統師培重理論輕實踐的弱點。因此，順序與連貫模式處於新式師培模式

的「兩極」，「各擅勝場」分別能克服傳統師培的不同困境。且如前述，在三種新

式師培模式中，占主導地位的是「連貫模式」，這應該可以理解為德國職教師培界

多認為，培育「教師專業」能力比克服教師短缺的困境更加重要。

相對於德國教師嚴重短缺的困境，在臺灣則呈現「教師過剩」的慘狀。每年

臺灣的暑假，總有一批名為「流浪教師」的考生，拎著沈重的行李「南征北討」，

參加一場名為教師甄試的「戰役」；以前這些流浪教師以考上正式教師為目標，現

在退而求其次，只求能夠考上代理教師。臺灣∕德國間的不同師培模式、教師之過

剩∕短缺問題，不僅牽涉兩個國家的師資培育政策，且與其政治、經濟與社會發展

緊密關連，期許未來能進一步從比較教育的觀點，深入加以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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